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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历史角度考察，东南亚区域间主义早于东南亚区域主义，其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双区

域间主义、跨区域主义和半区域间主义 3 种基本类型。就东南亚本地行为体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看，它经历了从冷战时期“追随”为主、“弱主导”和“弱参与”为辅，到后冷战时期“强主导”为主、

“强参与”为辅的重大变化，由此实现了从“依赖”到“自主”乃至“中心”的根本性转变。这一历史

演变进程表明，东南亚区域间主义与区域主义是紧密联动的，由此形成可以产生某种结果的互动

关系和催生共同制度和集体认同的建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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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东盟研究专家阿米塔夫·阿查亚称: “遍及世界的区域组织的兴衰取决于它们与该区域

外部行为体建立起怎样的联系”。［1］
由区域组织所推动的东南亚区域主义即如此。它正式发轫于

二战以后，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征，其突出的体现就是全球性大国或周边大国等外部行

为体作为“外部合作者”在其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东南亚本地的国家、区域组织或其他行为体

通过与这些外部行为体的多边合作，共同推动着东南亚区域主义和东南亚国家自身的安全、稳定与

发展。而区域间主义( interregionalism) 便是这种多边合作的核心载体。
区域间主义指来自两个或多个特定国际区域或次区域的各种行为主体( 包括国家和非国家)

推动这些区域之间制度化合作的各种思想、观念、计划及其实践进程。按照起主导作用的行为体及

其数量多少的不同，可以将之分为三大类，即两个不同区域的区域组织 /集团或一组国家之间的双

区域间主义( bi-interregionalism) ; 来自两个以上区域的一组国家、区域组织 /集团或非国家等多个

行为体构成的跨区域主义( trans-regionalism) ; 某一区域的区域组织 /集团或一组国家与另一区域的

单个国家之间的半区域间主义( quasi-interregionalism) 。①在东南亚区域间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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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从历史角度考察，由于东南亚本地行为体在其中的地位和所起作用大

小不同，东南亚区域间主义分为“追随式”、“主导式”和“参与式”3 种具体的历史形态。在“追随

式”区域间主义中，东南亚本地行为体处于被动地位，并起着次要作用;“主导式”区域间主义中，东

南亚本地行为体处于主动地位，并发挥着领导者的核心作用;“参与式”区域间主义中，东南亚本地

行为体虽处于主动地位，但难以主导这一进程，其作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历史进程看，东南

亚区域间主义经历了从冷战时期“追随式”为主、“主导式”和“参与式”为辅，到后冷战时期“主导

式”为主、“参与式”为辅的重大转变;“主导式”区域间主义亦经历了从少到多、由弱至强的演变，东

南亚本地行为体在其中地位和作用实现了从“依赖”到“自主”乃至“中心”的根本性转变。本文即

是对东南亚区域间主义这一历史演变进程进行系统的分析，并从中揭示出东南亚区域间主义与区

域主义的联动性，以期突破东南亚区域主义研究中聚焦于东南亚本地行为体作用的“内部视角”，

提供一种关注东南亚内外部行为体共同作用的“内外结合视角”，即区域间主义视角。

一、从“追随”到“弱参与”、“弱主导”:

冷战时期东南亚区域间主义的依赖性

在东南亚，区域间主义计划与行动早于本地的区域主义，而这种区域间主义又是通过外部行为

体驱动的跨区域合作开始的。它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3 年 8 月，在魁北克会议

上，西方盟国决定建立一个单独的“东南亚战区”( SEAC) ，其地理范围包括现在的缅甸、泰国、马来

亚和苏门答腊。1945 年 8 月，波茨坦会议同意该战区范围拓展到包括婆罗洲、爪哇、苏拉威西和印

度支那地区，涵盖除菲律宾和印度支那北部之外的整个东南亚地区。［2］1945 年中期，美国在其国家

部门中用“东南亚事务部”取代“西南太平洋事务部”。一年以后，英国外交部也设立了“东南亚事

务部”。1946 年 3 月，英国用“东南亚特别委员会”取代“东南亚战区”; 两年以后，改为“英国东南

亚总委员会”，负责包括缅甸、泰国、法属印支、马来亚、印尼和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区域的政策协

调。［3］
美、英的这些行为已经不只是将东南亚视作一种地理概念，而是开始赋予其一种政治涵义，

因为联合监督该区域殖民地的独立是其主要目标。［4］

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开始试图通过泛亚洲主义框架内的跨区域合作推动东南亚的发展。
1945 年 9 月，胡志明表达了建立一个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亚、缅甸、印度、印尼和菲

律宾在内的“泛亚洲共同体”的愿望，借此推动越南的独立事业; 1946 年 12 月，他给印尼总理苏丹

·拉里尔( Sutan Sjahrir) 写信，希望两国共同努力联合印度、缅甸、马来亚等国提出一种走向“东南

亚自由人民联邦”的动议。1947 年 1 月，缅甸领导人昂山提出将东南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实体，然

后与印度、中国另两个实体一同创建一个“亚洲联邦”。［5］
但东南亚国家提出的这些跨区域合作计

划均没有成功。相反，由英国、美国等西方大国所推动和主导的跨区域制度化的合作开始变为实际

行动。主要包括“科伦坡计划”、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五国防御安排》等。
“科伦坡计划”是 7 个英联邦国家 1950 年 1 月在科伦坡召开的外交部长上推出的，全称《南

亚、东南亚经济合作发展的科伦坡计划》。这一计划于 1951 年 7 月正式启动。最初，它是由英国向

南亚和东南亚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的计划; 其成员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

斯坦、锡兰( 今斯里兰卡) 、老挝等国。美国和日本分别于 1951 年 2 月和 1954 年 10 月加入。1952
－ 1973 年间，缅甸、尼泊尔、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马来亚、韩国、不丹、马尔代夫、阿富汗、伊

朗、新加坡、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相继加入。1977 年，该计划改为《亚太经济合作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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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伦坡计划》，已发展为旨在加强亚太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跨区域政府间组织。①

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在美国领导下建立起来的。1954 年 9 月 6 － 8 日，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 8 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会议。会议签订了《东南

亚集体防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议定书》，规定各缔约国按照宪法程序采取行动来对付

“本条约区域内用武装进攻的手段对任何缔约国或对各缔约国今后可能经一致协议指定的任何国

家或领土进行的侵略”; 缔约国“保证加强它们的自由制度，彼此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技术援助在

内的经济措施”，其目的是促进缔约国的经济发展和进步。② 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太平洋宪章》，承

诺要支持联合国的平等与自决原则，通过和平手段促进“所有愿意并能够承担责任的国家”的自治

与独立; 开展合作，共同提高本地区的生活水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框架内防止任何企图扰乱本地区的自由和破坏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行为等。［6］1955 年初，《东南

亚集体防务条约》签字国举行了第一届理事会，正式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 SEATO) 。东南亚条约

组织作为美国发起的跨区域安全组织，它本质上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联盟，并未能提供任何解决东南

亚区域内部冲突的机构。所以，该组织未能长久存在，于 1977 年中期解散。③

《五国防御安排》是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5 国于 1971 年 4 月签署的，并

于当年 11 月开始生效。该协定旨在责成所有各方，一旦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受到任何外来侵略或攻

击的威胁，就必须立即互相协商，以便决定共同或各自采取相应措施来对付这种攻击或威胁。为

此，该协定成员国组成了“统一防空系统”来负责保卫被视为不可分割的马来西亚—新加坡领空，

并建立了作为高级官员定期协商论坛的“共同协商委员会”和负责旅客防御的“防空委员会”作为

《五国防御安排》的组织机构。1971 年 12 月，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与另外 3 个国家缔结了双边防御

协定。次年 1 月，该组织启动常规的军事演习，后来发展为每年两次的大规模防空演习。④

由于这一时期东南亚国家正处于国家创建过程中，东南亚的区域组织尚在孕育和初步发展之

时，其国家和区域的自主性都很弱，它们对外部大国尚存明显的依赖性。所以，在这些跨区域安全

中，东南亚国家仍处于追随或被动的接受地位。事实上，它们被纳入外部大国所主导的霸权体系

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东南亚国家亦逐步以平等的身份加入与东南亚相关的区域间合作进

程之中。亚非会议便是东南亚国家加入的首个带有“双区域间主义”性质的合作框架。在科伦坡

计划的推动下，1955 年 4 月 18 － 24 日，来自 29 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了历史性

的首届亚非会议。除马来西亚以外的东南亚所有独立国家均参加了这次会议。印尼政府总理沙斯

特罗阿米佐( Ali Sastroamidjojo) 还被选举为大会主席。［7］
冷战后期，即 1989 年 11 月，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等东盟( ASEAN) 6 个成员国还共同参加了在澳大利亚堪培拉

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次部长会议，从而加入由此正式启动的亚太政府间经济合作进程。这

是“东盟首次真正介入超越东南亚的区域合作”。［8］

更重要的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东盟的不断发展，它开始倡导和推动与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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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外部国家与区域组织之间“对话伙伴关系”的建设。1974 年 4 月，这一对话伙伴关系在东盟与

澳大利亚之间率先启动。随后，东盟与新西兰、欧共体、加拿大、日本、美国、印度等国相继启动了同

样的对话关系。在冷战期间，这些对话关系取得了一系列进展。1977 年 8 月，东盟与澳大利亚举

行了首次政府首脑会议，决定在澳大利亚的发展援助下，深化双方在经济合作、贸易、金融、投资、工
业部门人员培训、科学研究等领域的合作。1980 年 3 月，东盟与印度启动首个合作平台———官方

层次的对话会议，以推动双方在贸易、经济合作、工业、科学与技术等领域合作进程的深入发展。
1981 年 9 月，东盟与加拿大签署《经济合作协定》，决定优先开展工业领域的合作，内容包括技术培

训、科学研究、工业投资、市场开发等。双方还启动了商业、发展等方面的合作。东盟与日本在

1979 － 1983 年间相继启动了经济部长、科学与技术部长会议。1980 年 12 月，双方签署了一个合作

协定，建立了一个“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中心”，并为此设立了理事会、行政部和秘书处，推动双方

在贸易、投资、旅游等领域合作的机制化。东盟与新西兰 1975 － 1988 年间举行了 9 次对话会议，与

美国在 1977 － 1991 年间举行了 10 次对话会议。①

在这些对话关系中，东盟与欧共体的关系格外引人瞩目。双方的关系在 1971 年召开的东盟第

四次部长会议上启动，由此被认为是两个区域组织之间“集团对集团对话的真正开始”。［9］
次年 11

月，在印尼的领导下，东盟在欧共体总部布鲁塞尔设立了东盟国家特别协调委员会，作为东盟在布

鲁塞尔的联络机构，由东盟国家派驻欧共体的外交代表组成，负责双方贸易事务的协商。后来，东

盟分别在波恩、巴黎、伦敦成立了大使级委员会，形成了每年与东道国外长会晤的机制。1975 年，

东盟与欧共体成立了联合研究小组。［10］1978 年 6 月，首届东盟—欧共体部长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
在此推动下，1980 年 3 月，双方签署了《欧共体—东盟合作协定》，旨在“增强区域组织对经济增长、
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责任，并增加国际关系的平衡成分”。这是东盟与国际组织签署的首个国

际协定。按照该协定规定，东盟与欧共体之间创建了一个“联合委员会”，以“便利于这一合作协定

的履行及其总的目标的进一步拓展”。随后，在东盟—欧共体部长会议和联合委员会的主持下，双

方的对话进程通过创立和实施其他的制度和合作方案而得到进一步补充，包括科学与技术合作、农
业发展及相关工业合作、木材技术合作、海洋渔业资源评估与专业培训、会展规划、工业标准与质量

控制、能源管理研究与培训等。通过这些合作项目，欧共体向东盟国家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技术支

持和贸易优惠待遇。［11］

不过，不管是“主导式”还是“参与式”，这些区域间主义的发展总体上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主要体现在，它们仍局限于政治对话和贸易、投资、发展、旅游、教育、文化等功能领域的低层次合

作。这些合作既是一种“弱制度”的安排，也没有被纳入一个总体的合作框架。而且，由于东盟国

家和东盟的脆弱性，许多合作计划仍停留在宣言层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履行; 即使那些付诸实施

的合作计划，也主要依赖于外部资金的支持，一旦这些资金支持中断，合作计划就会陷入崩溃。另

外，在这些区域间合作中的东南亚一方，国家仍然处于支配地位，作为政府间组织的东盟的作用只

是辅助性的; 公民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未能在其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总之，冷战时期，东南亚的区域间主义经历了从美欧大国所主导的跨区域安排到东盟所驱动的

双边区域间主义和半区域间主义的演变进程，东南亚国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经历了被动的

“追随”到主动的“参与”乃至“主导”的重大变化。总体来看，这些区域间主义仍然局限于军事、政
治、贸易、投资等特定的领域，而且由外部行为体决定的安全合作与其他领域是分开进行的。就影

响范围而言，那些机制化的区域间主义局限于与美欧大国联系紧密的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地域，其

地理分布是分散的、影响是局部的; 即使是东南亚本地行为体“参与”或“主导”的区域间主义，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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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影响也是有限的、脆弱的和不确定的。所以，就东南亚本地行为体的地位和作用而言，这一时

期东南亚区域间主义本质上仍然是依赖性的。不过，这些初步的区域间主义实践为今后东南亚区

域间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从“强主导”到“强参与”: 后冷战时期东南亚区域间主义的自主性

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范围内新区域主义浪潮的兴起，东南亚区域间主义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

新阶段。东南亚国家、东盟和其他行为体开始全面主导和参与这一进程之中。这一新的发展进程

是从安全领域开始的。1991 年 7 月，东盟发布联合公报，决定将东盟外长后续会议作为讨论区域

安全议题“合适的基础”。［12］1992 年 1 月，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授权该组织在东南亚内部和亚太层

面上处理安全问题，组织区域和区域间安全对话。［13］
这一进程很快就结出硕果: 1993 年 6 月和

1994 年 7 月，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 CSCAP) 和东盟区域论坛( ARF) 相继成立。它们分别构成亚太

地区首个带有公民社会性质的非政府组织“第二轨道”和政府间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也是东南亚本

地行为体所主导的两个最早的、成员最多的跨区域合作机制。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虽是来自亚太

地区的多个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的，但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研究机构———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

( ASEAN-ISIS) 及其成员在其中起着特殊的主导作用。在该理事会 10 个创始会员中，有 5 个来自

东盟国家; 后来，其他 5 个东盟国家的研究机构亦加入其中。其最高执行机构指导委员会，采用双

主席制度。两位主席分别来自东盟国家和非东盟国家的成员; 指导委员会设有秘书处，办公地址在

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该理事会的另一个重要机构———负责讨论具体安全问题的工作

组，在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运作，其会议地点大多在东盟国家。［14］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实际上是东

盟国家成员与非东盟国家成员之间的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
东盟区域论坛是在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建议下在东盟外长后续会议进程中启动的。该论

坛不但是在东盟推动下成立的，而且东盟一开始就在其中处于领导地位。《第一届东盟区域论坛

主席声明》称，该论坛的目的是依照 1992 年第四届东盟国家首脑会议发布的《新加坡宣言》谋图强

化东盟与外部政治安全事务的对话，以此作为与亚太区域国家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途径。［15］1995
年 8 月，第二届东盟区域论坛通过由东盟制定的《东盟区域论坛: 概念文件》，明确指出“东盟在东

盟区域论坛中拥有核心角色”，并规定: 东盟区域论坛的参与者包括东盟成员国和东盟观察员国、
磋商与对话伙伴国; 新的加入申请需提交东盟区域论坛主席国，由它与东盟区域论坛其他成员协

商; 该论坛的主席国必须是东盟轮值主席国，且该论坛的高官会议每年将在东盟外长会议和部长会

议后举行。这就是东盟对东盟区域论坛的基本立场，由此保证东盟国家的中心地位，由他们决定着

该论坛的发展方向、进程和所应讨论的议题。［16］
用泰国前副外长素林·皮差旺( Surin Pitssuwan) 的

话说:“东盟应总是处在驾驶员的位置”。［17］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强调:“东盟创造了东盟区域

论坛。东盟必须确保东盟区域论坛进程不偏离东盟所追求的目标”。［18］
另外，东盟区域论坛启动

后，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开始与该论坛并行活动，形成一种独特的“双规”发展模式。［19］
东盟通过主

导东盟区域论坛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的合作进程，将在亚太地区拥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和区域组

织纳入它在冷战后致力于建构的“合作安全”机制建设进程之中。①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东盟开始积极推动东南亚与东北亚两个次区域之间的对话与

合作，以应对东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这年 12 月，首届东盟—中、日、韩( 称东盟 + 3 或 10 + 3 )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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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Hiro Katsumata，ASEAN＇s Cooperative Security Enterprise: Norms And Interests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09。



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1999 年 11 月召开的第三次“东盟 + 3”( APT) 领导

人会议发布《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将“东盟 + 3”领导人会议机制化。与东盟区域论坛一样，东盟在

这一新的对话机制中处于主导地位。东盟在官方文件中都会强调东盟才是“东盟 + 3”的核心与主

体，旨在以诉诸文字与宣言方式作为基本的保障。这样，在合作的形式上，除了以东盟“10”为一个

合作单位外，每年的“东盟 + 3”领导人会议与各类部长会议都是东盟首脑会议结束后接着举行，即

东盟首脑会议结束后再把东北亚 3 国领导人召集来，以东盟为“主”、东北亚 3 国为“客”举行所谓

“10 + 3”及分别的“10 + 1”会议。在此基础上，2005 年 12 月东盟又推动启动了一个新的跨区域合

作机制———东亚峰会。① 东盟一如既往地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早在 2005 年 7 月，东盟外长会议

就达成共识: 加入东亚峰会的国家要符合 3 项条件，即必须是东盟的对话伙伴; 与东盟有实质性联

系; 认可和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
这样，按照首届东亚峰会通过的《吉隆坡宣言》的规定，

东亚峰会将定期举行，由东盟主席国主办并担任主席，与东盟年度首脑会议同期举行，峰会的模式

将由东盟和东亚峰会其他所有参加国共同审议。［21］
这就承认了东盟在其中的主导性。2007 年 1

月，第二届东亚峰会发布的《宿务宣言》更是规定，东盟峰会框架下的合作计划将由东盟秘书处经

协商推动。东盟以此确保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性不被削弱。［22］

2010 年 10 月，在东亚峰会基础上，东盟国家推动的首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 简称“10 + 8 防

长会”) 在越南河内召开。除来自东盟 10 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 6 个东

盟对话国的国防部长或代表外，美国、俄罗斯的国防部长或代表也应邀与会。其重要目标是推进建

立有利于地区共同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合作机制。越南媒体报道说，这是由越南提议并组织的扩大

东盟外部合作的重要会议，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历史意义，是新的地区国防与安全合作机制形成的开

端。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总理阮晋勇在致辞时所称，“10 + 8 防长会”在强调东盟机制开放性的同

时，要坚持东盟的主导地位。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在会上发言时表示，支持东盟在这一新机制中发

挥主导作用，并认为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的建立为加强东盟与对话伙伴国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的

合作提供了新平台。［23］

与此同时，东盟开始将其主导的原有的对话伙伴关系提升到“新型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又

称“战略伙伴关系”) 和首脑会议的更高层次，并将之纳入统一的发展框架之内。这种战略伙伴关

系，在内容上更加全面，除了原有的贸易、投资、技术援助、教育、环境等功能性合作外，增加了政治、
安全等更高层次的合作议题; 形式上，更加注重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的制度化合作。两个最重

要的结果是，在经济上，与这些国家启动了“自由贸易区”谈判与建设进程; 政治上，将这些国家逐

步吸收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正式成员。1998 年 7 月，东盟修改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规定在东南亚所有缔约国同意的情况下，东南亚以外的国家也可加入该条约。从 2003 年 10 月中

国加入开始，已相继批准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斯里兰卡、孟加拉

国、朝鲜、美国等对话伙伴国加入该条约。就此，这些战略伙伴实际上承认了东盟在这些半区域间

主义中的“核心角色”。作为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中一员，东盟与欧盟的双区域间主义也得到进一步

提升。2001 年 9 月，欧盟发布《欧洲与亚洲: 一种强化伙伴关系的战略框架》文件，将东盟视作一种

核心的经济、政治伙伴; 2003 年 7 月，欧盟发布《与东南亚的新伙伴关系》文件进一步承认了东盟的

“核心角色”。东盟还相继与南美的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非洲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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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0 年 12 月举行的第五届东亚峰会决定在 2011 年第六届东亚峰会上接纳美国和俄罗斯加入。这意味着

东亚峰会将由目前的“10 + 6”机制变为“10 + 8”格局，从而进一步深化其跨区域性质。



洲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组织建立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双区域间关系。①

东盟国家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已有的与东南亚相关的跨区域主义进程之中。1993 年 6 月，亚

太经济合作会议改名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实现机制化后，东盟的 10 个成员国一直是其主

要成员。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五国防御安排》内与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多边军事合作变得

更加活跃。1994 年，《五国防御安排》用统一的“协商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共同协商委员会”和“防

空委员会”，其目标是通过与成员国政府的协商来提高“区域统一防御系统”。2000 年 7 月，《五国

防御安排》成员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议，认可了海陆空之间更大规模联合演习并使之制度化。2004
年 9 月的军事演习开始首次将海上反恐演习列为新内容。新加坡国防部长承认，《五国防御安排》
仍然是“区域安全安排网络”的一个“重要成分”。［24］

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东盟或东盟国家作为亚洲或东亚一方的倡议者和主要推动者参与

一些新的双区域间或跨区域合作框架的构建，主要有亚欧会议( ASEM) 、东亚—拉美合作论坛( FE-
ALAC) 、亚非次区域组织会议( AASROC) 等。亚欧会议进程是经过东盟国家的倡议和推动在原有

东盟—欧盟关系基础上启动的。1996 年 3 月，东盟 7 个成员国和东北亚的中国、日本、韩国一起，

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展开了首次亚欧会议。2004 年 9 月和 2006 年 9 月，缅甸、老挝、柬埔寨 3 个东盟

新成员和东盟秘书处相继加入其中。亚欧会议是“亚洲”以“平等地位的合法实体”与“西方”行为

体启动的首个区域间合作进程，而东盟和欧盟实际上分别在“亚洲”和“欧洲”一侧的组织和关键问

题决定中承担“领导角色”。［25］
东亚—拉美合作论坛是在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与智利总统弗雷的共同

倡议下于 1999 年 8 月在新加坡成立的。东盟 10 国与中日韩这东亚 13 国、拉美 12 国以及澳大利

亚、新西兰共 27 国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参加了首次会议。2001 年 3 月，该论坛首届外长会在智利首

都圣地亚哥举行，通过论坛《框架文件》，从此实现了机制化。截至 2010 年 1 月，该论坛已有 34 个

成员国，成为目前唯一跨东亚和拉美两区域的官方多边合作论坛。［26］
亚非次区域组织会议由印尼

与南非联合发起、于 2003 年 7 月在印尼万隆启动。有来自 36 个国家和 22 个国际次区域组织的代

表参加首次会议。其目的是为在亚非之间建立一种新的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便利。［27］
另外，东盟国

家还参加了于 2005 年 4 月在印尼的雅加达举行的第二届亚非会议和于 2005 年 6 月在新加坡启动

的亚洲 － 中东对话会议。
与冷战时期相比，后冷战时期的东南亚区域间主义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其中尤以东盟所主导

的为甚。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一是政府主导，公民社会参与。由于东盟的性质是政府间组

织，它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决策能力，所以东盟区域间主义的最后决策者仍是东盟各国政府组成的

首脑和高官会议。实际操作中，总是由各国先行倡议并通过东盟启动区域间集体对话与合作机制。
区域公民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建言者”和实际的“行动者”在东南亚区域间主义发展进程中起着

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最著名的区域公民社会组织就是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该机构既正式推

动成立了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又是东盟区域论坛的最早倡议者和主要推动力量。由于东盟战略

与国际研究所的出色工作，东盟和亚太区域合作中著名的“第二轨道”机制得以形成。赫尔曼·克

拉福特( Herman Kraft) 强调:“在东南亚，第二轨道大体上是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同义语。”［28］

东盟人民会议( APA) 是东南亚区域间主义进程中另一个有影响的区域公民社会组织。该组织是

2000 年 11 月在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推动下在印尼巴淡正式启动的。与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

所有所不同的是，它的参与者来自东南亚区域内外，包括私人身份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官员、学术界、
商界、文化与艺术、以农业为基础的相关集团、乡村和社区领导、媒体、劳工、与妇女和儿童联系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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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郑先武:《安全、合作与共同体: 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10 － 320 页。



门、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本科生和研究生、宗教组织等多领域的代表，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所以，又

被称为“第三轨道”。［29］
目前，作为“一种创新方法”，东盟人民会议已成为推动东南亚区域治理和

安全的重要的区域机构。［30］

二是东盟方式决策，弱制度运行。区域间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区域间合作的制度化。东盟

主导和推动的区域间主义表现出明显的“弱制度”特征。在组织形式上，它不建立具有自主能力的

国际组织、更没有超国家的制度运作，而是采用政府间首脑会议或部长级会议等合作论坛或会议对

话机制。在决策程序上，它以协商、共识为基础，不采用更具法律意义的投票表决方式，也就是说成

员国之间的协商一致是讨论问题的基础，所有成员国都力图避免僵硬的谈判过程，而努力在“求同

存异”中达成最后的妥协。这种决策方式就是东盟区域主义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东盟方式”。这

是一种以高度协商和共识为特征的决策程序，是一种时常与西方多边主义谈判中惯用的对抗姿态、
多数表决和其他法律决策程序相反的，以自主、非正式、达成共识和非对抗性谈判风格为基础的区

域互动与合作的过程。［31］
与之相适应，东盟区域间主义在具体的政策工具上，不运用强制性的法律

文件来约束成员国，而是多采用无法律约束力的“共同宣言”、“共同声明”、“共同行动计划”以及

一般性的区域间合作协定; 即使是个别约束力较强的自由贸易协定，如中国 － 东盟间的《货物贸易

协议》和《服务贸易协议》，其实际履行也取决于成员国的意愿和信用，因为这些协定并没有对不履

约或违约者的强制性惩罚条款。
三是软安全导向，多领域推进。东盟区域间主义所涉及的议题包括政治、安全、经济、环境、社

会、文化等多个维度，显示出综合性特征。但这种区域间主义实际上是安全导向的，因为其根本目

标是通过鼓励各方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中建设性的接触，来增强区域安全与稳定。［32］
这种安全

导向在东盟所主导的跨区域和双区域间合作安排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东盟最早倡议成立的跨区域

的亚太安全理事会和东盟区域论坛都是专门的安全对话论坛。东盟倡导启动“东盟 + 3”对话机制

的根本动力也是安全的。它是对 1997 年 7 月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一种重要反应。不过，东盟

区域间主义的安全合作侧重于经济、政治、环境、社会等非传统议题; 即使是少量涉及军事安全议

题，也是通过不缔结军事联盟和不使用武力来实现。在东盟看来，安全的追求应该是合作的和非军

事的，要通过对话和协商增强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感来实现。这就是“融合的或包容的安全方

法”。［33］
所以，其安全合作本质上是非军事的，即通常所说的非传统的“软安全”。正如 2003 年 10

月东盟与中国所签署的《东盟 － 中国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所强调的，它是非

结盟性、非军事性和非排他性的。［34］

四是突显周边，全球性扩散。东南亚区域间主义的安全导向决定了其更加关注与东北亚国家、
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合作，由此形成目前以东南亚为轴心，从东亚(“东盟 +
3”等) 到亚太( 东亚峰会、东盟区域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盟防长扩大会等) ，再到欧洲( 亚

欧会议、东盟 － 欧盟等) 、拉美( 东亚 － 拉美合作论坛、东盟 － 南方共同市场、东盟 － 安第斯共同体

等) 、非洲( 亚非次区域组织会议、亚洲 － 中东对话会议等) ，由 4 个“同心圆”构成的、呈全球扩散的

区域间合作“网络”; 就东盟和东盟国家的作用和合作的紧密程度看，这些区域间合作按地缘呈现

明显的由强到弱的次第排列，这种强弱排列又与合作伙伴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呈明显的正相关。
总之，后冷战时期，随着东南亚国家、东盟和其他本地行为体从“追随”、“弱主导”、“弱参与”

到“强主导”、“强参与”的转变，东南亚区域间主义完成了从“依赖”到“自主”乃至“中心”的历史性

转变。难怪早在 2000 年 5 月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就不无自豪地说:“东盟建立之时，所有的大国都

存在于东亚，那时，冷战也是最危急四伏的时候，美国、苏联、法国、中国都将赌注押在越南身上。只

有现在才是东盟各成员国真正享有自主的时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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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互动到互构: 东南亚区域间主义与区域主义的联动性

长期以来，东南亚区域间主义与东南亚区域主义是相互影响的，由此形成可以相互产生某种结

果的互动关系和在互动中催生集体认同和共有知识的建构关系。① 这一方面体现在，东南亚区域

间主义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发展。② 从历史角度看，东南亚区域主义经历了一

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进程，即 20 世纪 40 － 50 年代的酝酿期、60 － 70 年代初的初创期、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的整固期、90 年代的成长期和新千年开始的飞跃期。东南亚区域主义的真

正开始是 1961 年 7 月成立的“东南亚联盟”( ASA) 。它只有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3 个成员国，

强调经济、社会、文化合作，淡化政治合作，仅仅局限于部长会议层次，且存在时间较短。1963 年 7
月，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 3 国宣布成立“马菲印联盟”( Maphilindo) 。它强调加强经济、社会和

文化领域合作的同时，将政治和安全合作作为重要内容。但它仅存在几个月就解体了。1967 年 8
月，东南亚终于诞生了首个永久性区域组织———东盟。但这一组织最初诞生时只有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 5 个成员国; 它也强调经济、社会、文化合作，且合作的层次长期局限

于部长会议，所以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③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 1974 年 5 月在东盟外长年会上的发

言中称，东盟“仍然保持一种脆弱的现实。”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经济、科技和管理领域

的合作很大程度仍然停留在计划的研究或准备阶段。”［36］
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东南亚区域主义对

区域间主义的影响也是有限的，致使东南亚区域间主义的核心类型是外部行为体所主导的跨区域

安排，而且仅仅由部分东南亚国家参与其中，而东南亚的区域组织一直置身其外，其合作的议题也

仅仅涉及军事安全和发展援助等。
从 1976 年 2 月东盟首届首脑会议的召开并颁布实施《东盟协调宣言》( 又称《巴厘协议》) 和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开始，东南亚区域主义在东盟的主导下进一步深化和制度化。根据这次会

议的规定，各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与原有的外长会议一起成为东盟的决策机构，并决定设立“东盟

秘书处”，作为原有东盟常务委员会常设秘书机构。东盟秘书处的设立是东盟机构制度化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巴厘协议》正式规定东盟政治合作的目标和行动领域，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签署

《东盟特惠贸易安排》确立了区域内部的特惠贸易机制，从而实质性地开启了通向贸易自由化的第

一步。《东南友好合作条约》作为东盟历史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它规定区域关系中以规范为基础

的行为准则和运用制度框架和平解决冲突，从而将东盟运行中的规范框架和程序编成法典，最终确

立了东盟区域安全合作著名的基本准则———“东盟规范”和独特的决策程序———“东盟方式”( the
ASEAN Way) 的法律地位。④ 按照新加坡前外长加亚库马( S． Jayakumar) 的解释，前者主要包括:

主权平等和通过协商与共识决策; 不干涉其他成员国的内部事务; 不通过武力改变现存政府或国际

承认的政治秩序; 开放经济; 视东盟为对外政策的基石等; 后者特指非正式、组织微边主义、包容性、
通过细致的协商达成共识和冲突的和平解决方式。［37］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东南亚区域间主义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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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96 － 107 页。
这里的“深度”和“广度”分别指东南亚区域间主义和区域主义的制度化水平、行为体性质及其所涉及的类

型、领域和地域情况。
参见郑先武:《安全、合作与共同体: 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0

－ 202 页。
参见 ASEAN Secretariat，“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http: / /www． aseansec． org /3631． htm，Bali，24

February 1976;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http: / /www． aseansec． org /3630． htm，Bali，24
February 1976。



现双区域间主义和半区域间主义的新形态，即东盟所主导的与欧共体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日
本、印度等国的新型伙伴关系。然而，这一时期，东盟的区域合作议题仍然局限于政治对话与贸易、
经济、社会、文化等功能性合作，其对外合作仍倚重双边主义。这就决定了东盟所主导的区域间主

义拥有同样的合作议题，且未形成真正的跨区域多边机制。
冷战结束尤其是从 1992 年 1 月东盟新加坡首脑会议后，东盟所驱动的东南亚区域间主义的各

种局限才逐步被打破。此后，东盟相继吸收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加入，最终完成了“创建一个

东南亚的历史使命”，实现了“东盟缔造者”将“所有 10 个东南亚国家联合起来”的“长期梦想”; ［38］

正式引入安全合作，启动涵盖军事、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等综合安全议题，并由国家、政府间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等多元行为体参与的“合作安全”机制建设; 启动“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投资

区”建设，实质性推进东南亚区域一体化。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一进程明显加快。
1998 年 10 月和 2000 年 10 月，东盟相继启动“金融监督程序”和“三架马车”机构，强化东盟的制度

化。2003 年 10 月，东盟第九届首脑会议颁布实施《东盟第二协议宣言》( 又称《巴厘第二协议》) ，

启动以“东盟政治 － 安全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为“三大支柱”
的“东盟共同体”。2006 年 6 月，东盟颁布《东盟与公民社会组织关系指导原则》，正式将区域公民

社会纳入“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法律框架。2007 年 11 月，东盟第 13 届首脑会议通过东盟成立以来

首份对所有成员国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东盟宪章》，正式给予东盟法人地位。“东盟

共同体”建设既显示了东盟对变化的全球和区域环境的关注，也促使追求在世界舞台上拥有“更强

烈的声音”，由此正逐步走向“参与的区域主义”。［39］
东盟前秘书长王景荣强调:“《东盟宪章》将以

3 种互动的方式更好地服务于东盟，即正式给予东盟法人地位、建立更大的制度责任与遵从体系、
强化东盟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域行为体在亚太区域未来中的感知能力。”［40］

正是在此背景下，东盟将

自己重新定位于“亚太”和“东亚”之内，并以此为基点开始全面主导和参与东南亚相关的各种区域

间主义进程，并逐步摆脱原有的议题与形态单一和局部发展等不足，最终完成了从“依赖”到“主

导”的角色转换。
东南亚区域间主义与区域主义之间相互影响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两者的相互建构上。这是由区

域间主义所具有的制度与规范建设和集体认同建构的独特功能所决定的。从制度与规范建设来

看，东南亚区域间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创造着新的区域间制度: 既有正式的国际组织、各种对话与合

作协议、伙伴关系协议等契约性的正式的制度，也有各种固定的高峰会议、部长会议与高官会议及

公民社会论坛等对话机制及其所颁布的各种声明、宣言和行动计划等非正式的文件。这些制度已

经形成了一种管理区域间关系的新的政策工具，就此在东南亚次区域、东亚和亚太区域及全球之间

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互动层次，从而为东南亚区域内外的国家、区域组织和其他行为体提供了一种持

续性互动的国际平台。由于东盟所主导的区域间主义赋予其设置议题的独特身份，这些区域间主

义中规范与制度建设进程既成为“东盟规范”和“东盟方式”“外溢”而区域化的过程，又成为区域

间大多边合作所形成的特定的制度与规范“内溢”而地方化的过程。前者主要表现在，东盟通过促

使其合作伙伴承认《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作为这些区域间合作的“行为准则”，并强调区域间合作

的决策机制的“东盟方式”。现实的结果是，冷战后，东盟所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安排都接受了《东南

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各方解决各种争端的国际法基础，而“东盟方式”则成了其决策机制的基本程

序，以致出现亚太区域合作模式的“东盟化”。［41］
后者主要表现在，东盟区域论坛和亚太安全合作理

事会将兴起于欧洲并通过欧安会 /欧安组织实践的、强调安全“不可分性”的“共同安全”观与东盟

所实践的、以“国家抗御力”和“区域抗御力”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结合起来，推动东盟开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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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颇具自身特色的新的“合作安全”机制。① 随后，在东盟所主导和参与的区域间合作框架下，各

方不断就其他安全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并逐步形成了东盟国家急需的各种区域安全合作机制。
这些重要成果有: 东盟与中国的《南海各方宣言》下逐步形成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南海机制”;“东盟

+3”框架内应对金融危机的《清迈动议》; 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合作机制; 关于应对气候变

化和能源安全的合作机制等。这些非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动议或机制已成为东盟“合作安全”机

制建设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从集体认同的建构来看，东南亚区域间主义既有助于东南亚区域认同的建构与强化，又推动了

东南亚次区域之上更高的“亚太”和“东亚”等区域认同的建构与强化。从历史角度看，最初的“东

南亚”概念正是通过美、欧等大国所主导的跨区域军事合作从外部建构的。“东南亚”作为一个区

域概念最早出现在盟军建立单独的“东南亚战区”之后。这样，一种军事需要为东南亚区域提供了

“富有凝聚力的框架”，而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认为东南亚区域是一个单独的地理区域。”［42］
东南

亚条约组织强化了这一模糊的认同。该组织是首个以“东南亚”命名的区域组织，虽服务于美国全

球战略，但其发源地和后来设立的总部分别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泰国曼谷，其安全关注也是东南

亚。更重要是，它是首个有东南亚国家参加的、通过法律途径成立的跨区域组织。这样，它作为一

个“军事行动的舞台”，有助于“给一个广阔的区域空间提供一种认同”，从而“增强东南亚在国际舞

台上的区域意识。”［43］

随着东盟和东南亚其他行为体在东南亚区域间主义进程中承担起“核心角色”，其对东南亚区

域认同的强化效应更加明显: 它通过制度与规范的“外溢”，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东盟及东南亚国

家的脆弱性，突显了其在区域安全合作中的“主体性”和“合法性”，从而强化了东盟所孜孜以求的

区域自主能力和集体认同。这些区域间主义也有助于构建新的“亚太”和“东亚”认同。比如，东盟

区域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都是“亚太”区域认同的重要建构者。它们

又与亚欧会议进程一起孕育了“东盟 + 3”机制，进而推动东亚峰会的召开，由此成为“东亚”区域认

同的核心建构者。在东亚尚无自己的区域合作框架的情况下，由东亚国家集体参加的这些区域间

集体对话机制就成为其领导人会晤并“培育合作默契”的重要平台。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最初建

议启动亚欧首脑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强化亚洲的区域主义。后来，东盟采纳了其建议，并建议

欧盟和东盟分别确定各自一方的参与国。欧盟接受了这一建议。就此，在亚洲一方，东盟邀请了中

国、日本和韩国。3 国接受邀请后和东盟国家一起成为亚欧首脑会议创始国。实际上，东亚一方在

其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就此，亚欧会议作为一种“区域融合者”成为东亚成员国“经由区域间主义

推动区域主义”的一种“审慎的战略”。［44］
吴作栋曾评论说:“亚欧会议迫使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坐

在一起，团结成为亚欧会议中的亚洲一方，从而培养了中日韩和东南亚之间召开会议的习惯。”［45］

“东盟 + 3”机制首次排他性地将“东亚”区域概念引入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之中，并通过共同的

制度和规范建设、紧密的跨国互动和高度的相互依赖，以及相互利益和相互信任的构建，催生来东

亚区域主义所必需的集体认同。其现实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并成为该机

制所追求的长期目标。“东亚共同体”构想作为可贵的“东亚意识”的一种表露，显示出“东盟 + 3”
机制作为东亚区域合作中“持续的制度成果”和“最有意义的进展”，已成为“东亚区域组织的雏

形”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一支活跃力量”。［46］“东盟 + 3”机制还推动了首个以“东亚”命名的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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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合作机制———“东亚峰会”的启动。在运作程序和合作领域上，东亚峰会与“东盟 + 3”机制

并无二致。不过，东亚峰会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它除了吸收东亚外部国家外，最重要的就是从机

制名称到合作成果均以“东亚”名义出现。与“东盟 + 3”机制相比，这在某种程度上突显了“东亚”
的符号意义。更重要的是，东亚峰会一开始就将东亚区域合作作为核心的议题。首届东亚峰会通

过的《吉隆坡宣言》和《主席声明》都表示，东亚峰会的目标是“促进东亚的和平、稳定与经济繁

荣”，本质为“开放、包容、透明与外向型的论坛”，成员将“就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议题及广泛的战

略、政治和经济等问题进行对话”，并表示，将致力朝鲜半岛的非核化，鼓励“六方会谈”的召开、反
恐、加强能源合作等。［47］

这显示出，东亚峰会机制作为“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维持和加强”，［48］
已成

为以“东盟 + 3”机制为主渠道的东亚区域主义的重要补充。由此，东盟在“亚太”、“东亚”等“更广

的区域共同体和集体认同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49］

总之，对于东南亚和涵盖东南亚的更广的“东亚”或“亚太”区域而言，东南亚区域间主义与区

域主义这种内外互通、互动与互构的联动性具有双重意义，即这些区域间主义对不同层次的区域主

义具有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这就是学者们通常所说的“经由区域间主义的区域主义”效应。［50］
这

正如 2007 年 8 月印尼前总统苏西洛在一次发言中指出的，东盟区域论坛、东盟 + 3 和东亚峰会“这

3 个进程需要东盟处于主导地位，首先是因为正是东盟给予它们政治内聚力。如果没有这种内聚

力，它们就很难在集体基础上运作。其次，东盟需要处于主导地位是因为这些紧密联系必须有助于

东盟一体化的成功; 同时，东盟自身也有助于东亚乃至亚太区域的最终一体化。”［51］

结论

著名东南亚史专家尼古拉斯·塔林说过:“区域主义既有内部逻辑，也有外部逻辑。”［52］
东南亚

区域间主义 60 多年的发展进程及其与区域主义紧密的联动性已证明了这一点。二战以来，东南亚

国家一直将区域主义视作集体寻求自主、发展和安全的核心途径。这推动其区域主义从无到有、从
弱到强的渐次发展，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参与的行为体不断增多，合作的层次不断提升。从具体

的行动及其成果看，东南亚的区域间主义早于其区域主义进程，又随之不断发展，进而从外部推动

了其区域主义的发展。而且，由于东南亚区域间主义本质上是来自不同区域或次区域的行为体之

间的集体对话与合作机制，它对东南亚区域之外的区域主义亦有同样的推动作用。当然，站在其核

心作用的行为体的角度，东南亚区域间主义的发展及其影响的大小主要还是取决于东南亚自身的

发展，尤其是本地行为体的能力与意愿。
就目前情况看，东南亚的区域间主义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但现实的问题依然大量存

在。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其制度化水平偏低，致使其偏重进程，产生的实际成果偏少，效果偏低。这

跟东南亚区域的国家总体实力较弱、区域组织自主性和能力不足有直接联系。客观上讲，东南亚本

地行为体能够在周边的区域间主义进程中起“领导”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其合作伙伴尤其是大国无

意主导该进程所致。有学者就此认为，东盟在东盟区域论坛等多边机制中的“领导地位”最好被描

述为“偶然的驾驶员”。［53］
事实上，新千年以来，随着美国加速“重返东南亚”、中国积极推进“和谐

地区”和“自由贸易区”战略、日本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印度实施“东向”政策、澳大利亚积极融

入亚洲等，周边大国开始寻求在亚太、东亚乃至东南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东盟在其主导的东盟区

域论坛等多边机制中的重要性有下降趋势; 在东盟与这些伙伴国关系中，大国的作用开始突显，如

中国首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2009 年 11 月启动的东盟—美国领导人会议在东盟国家

与美国轮流举行等。鉴于此，东盟要想在东南亚区域间主义进程中持续发挥领导作用，通过加快内

部的一体化进程来强化自身的组织能力和资源能力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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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nd joining secret societies was the survival needs of Chinese in Thail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x farming system
provided important economic support to Chinese secret society，so that secret society developed rapidly． With the tax system
reform and the abolition of tax package，the economic base of secret society collapsed． The Thai government＇s repression
and emergence of new Chinese community also accelerated the decline of secre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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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Southeast Asian interregionalism emerged earlier than regionalism，and it
could be sub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forms，bi-interregionalism，trans-regionalism and quasi-interregionalism． According
to Southeast Asian indigenous actors’status and role，interregionalism evolved from“following”，“weak leading”and
“weak participating”in the Cold War to“strong leading”，“strong participating”in the Post-Cold War，and then achieved
a fundamental shift from“dependence”to“independence”and“center”． I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interregional-
ism and regionalism were closely interconnected and then formed two kinds of relations，interactive and constitutive，which
may bring about some causal effects，common institu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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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reviews of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U-shaped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focused mostly o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historical waters，”“historical title，”“maritime
boundary line，”and“island attribution line．”As an overview of reviews of these four aspects，this article holds that re-
garding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U-shaped line as an“island attribution line”is more realistic and acceptable no matter
whether judging fro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reation of the U-shaped line or from the related declarations releas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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